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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制度中的身体规训与东亚古典舞范式的建构

孙 艺

［摘  要］作为礼乐文化的核心要素，周代雅乐舞在东亚文化体系与现代艺术实践中具有多重意义与持

续生命力，在现代艺术实践中发挥着连接传统与全球化的作用，是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

分。通过身体规训展现社会秩序与政治伦理，对东亚古典舞体系的建构影响深远。通过历史

考察与跨文化比较，系统梳理周代雅乐舞在周代社会中的文化功能及其身体语法特征，分析

周代雅乐舞在日本、朝鲜与越南等国跨文化传播中的本土化演变与再创造过程。此外，结合

当代数字技术与批判性编舞理论，审视周代雅乐舞在现代语境下的重构与再诠释，揭示传统

礼制舞蹈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再生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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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代雅乐舞作为中国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一种高度程式化、强调仪式感的舞蹈艺术

形式，具有严格的动作规范、整齐的队列、圆润

的动作轨迹和优雅庄重的舞姿。它不仅承载了深

厚的政治象征与审美规范，还通过高度程式化的

身体语言体现了礼乐制度规范的社会秩序与等级

结构，更在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中产生了深远影

响。随着中原礼乐文化的传播，周代雅乐舞通过

多种路径进入日本、朝鲜、越南等国，成为东亚

古典舞体系构建的范式原型之一。各国在接收与

转译过程中对周代雅乐舞的动作体系、仪式逻辑

和礼制内涵进行了本土化重构，展现了礼乐文化

的共性传播与地域性变异的互动格局。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迅猛发展的当代语境中，

周代雅乐舞的身体规训系统与礼制语义正在接受

新的解读与重构。现代编舞理论、动作考古学和

数字媒介的介入，不仅使传统礼制舞蹈获得新的

视觉形态与传播路径，也推动其文化意义不断被

批判性阐释。周代雅乐舞不再仅是历史的遗迹，

而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东方与世界的文化桥梁。

本文旨在通过身体符号学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

系统梳理周代雅乐舞的礼制机制、身体规训逻辑

及其在东亚文化中的范式转译过程，探讨其在现

代艺术与数字媒介中的再创造实践，揭示传统礼

制舞蹈在历史演化与当代表达中的多重生命力与

当代价值。

一、周代雅乐舞与礼乐制度中的身体规训

（一）周代雅乐舞的社会功能与礼制体系

周代雅乐舞不仅是周代政治合法性的展示工

具，还是周代礼乐制度的核心部分。周代雅乐舞

以其高度仪式化的形式，将周代的社会等级、政

治权力以及伦理道德具象化，成为表达统治与天

地神明关系的独特文化载体。［1］在这种文化形式

中，身体规训（即身体语法）扮演了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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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它通过严格规定的舞蹈动作、队列和节奏

体系，生动地展现了“礼”这一礼制的核心思想，

将抽象的伦理规范与政治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

呈现的身体表现形式。

周代雅乐舞起源于西周初年，是“礼乐文明”

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一种审美

化的舞蹈艺术，更是承载政治合法性与伦理规范

性的制度工具。作为国家典礼的核心形式，周代

雅乐舞体现了以“礼”统纲、以“乐”合众的社

会治理逻辑，在《礼记》《周礼》等典籍中均有严

格记载。周代雅乐舞的本质不仅是审美展演，更

是一种将“王权—秩序—身体”统一的政治表现

形态。王克芬在《中国舞蹈发展史》中指出：“雅

乐舞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

化密切相关的，它不仅是宗教祭祀的组成部分，

更是国家礼仪制度的重要体现。”［2］

周代的礼乐制度强调通过重复性、规范化的

身体实践，达成对社会等级、政治结构的认同与

内化。周代雅乐舞正是这一制度的典型体现之一：

舞者以特定的队列结构（如八佾制）、动作幅度、

节奏控制来区分君臣贵贱，每一步法、每一肢体

轨迹都隐含了权力编码与伦理秩序。礼乐制度不

仅体现为外在的典章仪轨，更通过反复实践“形

于身体”，内化为个体的行为习惯与心志认同。这

种由外而内、身心合一的浸润，使其超越表面规

范，成为深植于文化心理的制度精神，维系社会

的持久整合与文明传承。

这类形式化的舞蹈语言不仅在中国维系等级

秩序，还在东亚诸国的宫廷舞蹈体系中形成了深

远影响。如日本的“舞乐”制度延续了唐代输入

的乐舞同步观理念；朝鲜宗庙佾舞承袭了《周礼》

佾舞的核心礼制逻辑，历史上曾采用四佾、六佾、

八佾的阶层结构；越南阮朝宫廷雅乐礼仪以源自

中国的雅乐体系为基底，其色彩与服饰设计体现

了中原礼制的观念。雅乐在东亚的传播，本质上

是礼乐制度及其文化价值观的整体传递。其中，

舞蹈作为“制度性身体”的实践形态，将抽象的

礼仪规范转化为严格的身体动作与队列程式。雅

乐的流动，实则是通过这种制度性身体的塑造，

完成礼乐精神从形式到内核的跨文化扎根。

通过舞蹈的“制度性身体表演”，周代社会成

员在仪式过程中不仅被动观看，更通过参与和模

仿，主动将等级伦理与秩序理念内化于身体中，

实现了文化意义的身体认同。这种“身体即制度”

的艺术形态，在当代舞蹈人类学与文化符号学中，

常被视为古代东亚文化“政—礼—艺”三位一体

结构的范式起源。

（二）身体规训与“礼”的文化内涵

在周代雅乐舞中，身体规训是核心要素之一，

它不仅体现在技术规范上，更承载了伦理秩序与

社会等级的象征意义。首先，队列设计具有高度政

治化的特色。“八佾制”严格区分天子、诸侯、卿

大夫、士等阶层，舞者在空间位置与队列结构中体

现其身份，身体因此成为权力关系的可视化媒介。

其次，动作幅度与力度的控制也体现了礼制的内

涵。天子的动作庄重有力，以彰显威严；士人动作

简约含蓄，表现谦恭与节制，不同动作风格正是对

社会角色和伦理期待的身体表达。再次，节奏系统

“五步七声”将宇宙秩序转译为身体律动，通过与

阴阳五行、四季更替的节拍相呼应，使舞者在表演

中实现与“天道”一致的身体表现。周代雅乐舞的

身体规训机制不仅维系着古代礼乐制度的秩序体

系，也构成了中国古典舞身体范式的逻辑。

（三）身体与政治伦理的关系

周代雅乐舞中的身体规训，不仅体现了舞蹈

动作对身体的约束，更体现了一种政治伦理。舞

蹈中的每个动作都充满了政治和伦理的隐喻，是

对天子、诸侯及百姓之间政治关系的具象化表达。

通过对身体的规范和训练，周代雅乐舞将抽象的

伦理道德转化为具体的身体实践，展现了礼制的

权威。如在周代的礼制中，“克己复礼”的精神被

视为君子应有的德行，周代雅乐舞中的动作便是

对这种精神的具体体现。舞者通过克制自己的身

体动作，保持舞蹈中的节制与精确，传达了天子

应具有的道德自律与责任感。天子通过舞蹈展示

“上天”与“下民”之间的联系，强调自身的君权

163



2025年第3期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

神授，而臣子则通过舞蹈体现对其的忠诚与尊敬。

此外，周代的“礼”不仅是社交场合中的行

为规范，更是一种政治行为的规范化。周代雅乐

舞作为礼制的一部分，通过身体的动作、节奏和

空间的排列，将社会中的“礼”制度具体化，形

成了一种由上至下、由内至外的权力结构。在这

种结构中，身体不仅是表达个体情感和艺术审美

的载体，也是社会等级和政治伦理的一种传递媒介。

（四）美学与身体的统一

周代雅乐舞的身体规训不仅是政治与伦理的

体现，还是周代美学的具象表现。周代美学强调

的是“中和”与“和谐”，不仅体现在音乐和礼仪

上，更通过身体动作和舞蹈的形式展现出来。舞

者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步伐，都是对“中和”

理念的表达。

在周代雅乐舞中，舞者的动作要符合“天人

合一”的思想，动作的力度与节奏要与自然的规

律保持一致。因此，舞者的身体不再是单纯的艺

术表现工具，而是整个宇宙秩序的微观反映。通

过对身体动作的严格训练和规范，舞蹈成为对天

地、宇宙和社会秩序的再现。

周代雅乐舞的美学不仅关注动作本身的形式

美，还强调动作背后的文化与政治意义。舞蹈中

的每个动作和步伐都是对“礼”与“政”的崇高

象征。在这套身体语法中，礼制、伦理、政治与

美学相互交织，形成了复杂而精致的文化体系。

二、周代雅乐舞的跨文化传播与东亚舞蹈体

系的再创造

（一）日本能乐的“幽玄”凝缩

周代雅乐舞作为中国古代礼乐制度的核心象

征，自秦汉以来便随着丝绸之路、朝贡体系等跨

文化交流机制传播至东亚多国，并经历了多层次

的吸收与再造。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不仅在宫

廷仪制上接纳了周代雅乐舞的结构性样态，更在

各自的文化语境中，依据本土的审美传统与宗教

哲思，对周代雅乐舞的“礼—乐—形—神”结构

进行了再创造。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礼乐制度的

传播力，也展现了地方文化对其内核的再阐释与

转译能力。

在日本，能乐的形成便是具有代表性的例证

之一。自遣唐使制度确立以来，大量乐舞文化由

中国传入日本，日本宫廷在吸收中原“乐舞并举”

的典制基础上，逐步建立起自身的雅乐与能乐体

系。日本雅乐体系中保留的源自唐代的《兰陵王》

《甘州》《春莺啭》等曲目，皆属偏于柔婉抒情的

“软舞”系统，而风格刚健的“健舞”则相对较少

传承，体现出日本对中原舞蹈美学的选择性吸收。［3］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能乐保留了周代雅乐舞

中礼仪性的结构与队列逻辑，但在具体舞蹈表演

形态上却更趋向静谧与抽象。与周代舞蹈追求的

“中正大气”不同，能乐强调“幽玄”之美，强调

留白、含蓄、凝练。其舞者动作极简，往往通过

细微的步法、缓慢的抬手动作来传达情感与氛围；

舞台空间亦极为克制，面具的使用则进一步强化

了象征性与非写实性，使舞者成为仪式中神圣意

涵的承载体。这种舞蹈表演方式在精神气质上虽

与《礼记》所强调的“目极北辰而不仰”一脉相

承，但其审美走向却从外显的威仪转向了内敛的

冥想，更加贴近禅宗强调的“无为”“空寂”。

以《翁》舞为例，舞者佩戴面具，动作节制，

静中有动。舞台之上的凝视、缓步、止动之间，

形成一种极具东方哲学意味的“动中有静、静中

藏意”，这正是能乐将中国古代礼乐系统转译为

“日本式舞台精神空间”的典型体现。这种美学重

构不是对原型的背离，而是对其精神逻辑的延伸

与重构，呈现中华礼乐体系的生命力与适应力。

（二）朝鲜佾舞的“闲丽”呼吸控制

朝鲜的佾舞是周代雅乐舞在朝鲜文化中的继

承与变异。佾舞在朝鲜的宫廷礼仪和宗庙祭祀中

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从周代

雅乐舞中汲取了精华，并根据朝鲜自身的文化特

色和审美取向，发展了独具特色的风格。在朝鲜

佾舞中，“闲丽”风格的出现是对周代雅乐舞的一

个重要再创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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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丽”风格强调舞者动作的缓慢、优雅和呼

吸的细腻控制。在执行动作时，舞者采用长吸短

呼的方式，使整个舞蹈呈现出悠然自得的艺术氛

围。这种呼吸控制技巧的引入，使朝鲜佾舞在表

现形式上较周代雅乐舞更加内敛与沉静，突出了

对节奏和空间的感知，而非强烈的视觉冲击。朝

鲜佾舞在形式上与周代雅乐舞中的节奏、动作有

所不同，但仍保留了周代雅乐舞中的“礼”与

“政”精神。

同时，朝鲜的佾舞在动作设计上也保留了周

代雅乐舞对“礼”的强调。如在“三献九拜”的

仪式舞蹈中，舞者的动作具有明显的程式化，体

现了对礼制的尊崇。在道具使用上，朝鲜舞者使

用五方色扇（青、赤、黄、白、黑）表示五行元

素，并且每种颜色的扇子都与特定的美德相对应，

象征“仁”“礼”“智”“信”和“义”。这些符号

的使用将周代雅乐舞的礼制符号转化为本土文化

的象征，形成了朝鲜独有的舞蹈文化表达。

（三）越南雅乐舞的“螺钿”韵律重组

越南的雅乐舞是在周代雅乐舞的影响下发展

而来的，尤其是在黎朝时期，雅乐作为越南宫廷

音乐和舞蹈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国家仪式和祭

祀的重要艺术形式。然而，越南的雅乐舞在继承

周代雅乐舞的基础上，融入了更多本土舞蹈元素，

形成了具有独特韵律和表现形式的“螺钿”韵律。［5］

“螺钿”韵律在越南雅乐舞中表现为通过舞蹈

动作的旋转和膝部的转动，舞者的身体韵律更加

流畅和富有变化。与周代雅乐舞中严格的节奏和

动作幅度不同，越南雅乐舞在韵律上更注重身体

的自由表达。通过螺旋转膝等动作，形成了一种

柔和而富有层次感的舞蹈风格。这种舞蹈风格不

仅是对周代雅乐舞动作的简单复制，它还体现了

越南舞蹈文化对自然和宇宙的理解，并在细节上

充分融入了本土化的韵律。

此外，越南雅乐舞在道具的使用上进行了本

土化改造。如在传统的雅乐舞中，羽籥是重要的

道具之一，而在越南雅乐舞中，羽籥被替换为铜

钱剑，这一变动不仅是材料的替换，更带有象征

意义。铜钱剑不仅保留了周代雅乐舞中“礼制”

符号的精神，同时也象征越南的经济繁荣与文化

独立。铜钱作为财富和贸易的象征，反映了越南

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显示出周代雅乐舞在越南

文化中的本土化演绎。

（四）文化转译中的共性与差异

通过对日本能乐、朝鲜佾舞和越南雅乐舞的

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周代雅乐舞在东亚各国的

跨文化传播并非简单的复制，而是通过各国的文

化背景和艺术需求进行了再创造。这一再创造不

仅体现在舞蹈形式的改变，更体现在礼制符号和

伦理道德的再表达。每个国家在吸收雅乐的过程

中，都会将其本土化，并注入新的文化内涵。

然而，尽管各国的雅乐舞形式存在诸多差异，

但它们仍然保留了周代雅乐舞的核心精神与文化

内核。周代雅乐舞的礼制精神、政治隐喻及身体

语法，通过跨文化转译，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形成

了多样化的表现形式。这种转译不仅丰富了东亚

的舞蹈体系，也促进了东亚文化的相互理解与融合。

因此，周代雅乐舞的跨文化传播与再创造不

仅是艺术现象，更是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体现。通

过探讨，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周代雅乐舞在东

亚文化中的历史地位和文化意义。

三、周代雅乐舞的跨文化影响与东亚古典舞

的范式塑造

（一）日本能乐的雅乐舞范式转译与艺术再创造

周代雅乐舞作为中华礼乐文明的典范，承载

了国家仪制、宗教伦理与美学精神的多重功能，

其影响力远超中原本土。经过长期发展，周代雅

乐舞逐步演变为更具综合性和艺术表现力的宫廷

舞蹈体系。在以朝贡体系、遣唐使制度及丝绸之

路为代表的跨文化交流机制推动下，周代雅乐舞

的舞制与音乐被广泛传播至东亚地区，深刻影响

了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宫廷舞蹈传统。这一

传播并非单向输入，而是伴随对礼乐制度的重构与

美学理念的再编码，最终在多个文化体系中催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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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地方特色的古典舞蹈范式。

以日本能乐为例，其源流可追溯至唐代时期

对周代雅乐舞的系统引入。在吸收的过程中，日

本并未原样照搬，而是根据自身文化精神进行深

度转译，逐渐发展为具有强烈本土风格的“幽玄”

型仪式舞。能乐保留了周代雅乐舞中程式化的礼

仪结构和象征性动作逻辑，但在动作风格与表现

机制上进行了明显的重构。如舞者动作由原本的

开合有力转向微动内敛，常采用“隅步”与极简

手势进行情绪传达；舞台空间以“空”为主，突

出留白与精神冥想；而面具的使用则取代了面部

表情，实现了象征化的心理渲染。这一转化体现

了日本将“礼”的身体规训逻辑转向“静”的哲

思内涵，是对周代雅乐舞外形与精神层面同时进

行的本土化重塑。从中日舞蹈审美意识的差异性

看，日本对唐代舞蹈的吸收，揭示出周代雅乐舞

不仅为东亚诸国提供了制度层面的舞蹈范本，更

通过跨文化的深层影响，促成了区域舞蹈体系中

“礼制结构+地方美学”的复合型范式建构。日本

能乐、朝鲜佾舞、越南雅乐舞等，皆以各自方式

回应了周代雅乐舞原型中的“政治秩序性”与

“身体规范性”，并通过审美重构实现了民族舞蹈

传统的系统化确立。因此，周代雅乐舞不仅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输出形态，也成为东亚古典舞

蹈体系生成的文明源点之一。

（二）朝鲜佾舞的礼制符号再造与“闲丽”风

格的形成

朝鲜佾舞是周代雅乐舞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它在朝鲜的宫廷礼仪、宗庙祭祀中占据了重要地

位。佾舞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是雅乐舞在朝鲜的

移植，更是在朝鲜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创新与再创

造。与周代雅乐舞的节奏性强烈、舞蹈动作充满

力量感不同，朝鲜的佾舞逐渐形成了一种更为柔

和、静谧的“闲丽”风格。

“闲丽”风格强调舞者动作的柔和与优雅，呼

吸的控制成为其重要的表现技巧。与周代雅乐舞

中节奏紧凑、步伐有力的要求不同，朝鲜佾舞的

动作节奏更加缓慢、流畅，舞者在舞蹈中的呼吸

控制尤为重要，采用长吸短呼的方式来保持动作

的节奏感与呼吸的和谐。这种风格的形成，既是

对周代雅乐舞中强烈的节奏感和力度的反思，也

体现了朝鲜文化中对“闲逸”与内敛美学的追求。

在朝鲜佾舞的表演过程中，服饰和道具的使

用具有重要意义。从历史传承角度看，其继承了

周代雅乐舞中的礼制符号，特别是在道具的象征

意义上融入了本土的文化符号。如五方色扇的使

用，这些道具不仅与周代雅乐舞中的礼制符号一

脉相承，也根据朝鲜的文化特点进行了本土化的

转译，反映了朝鲜佾舞在保持传统礼制精神的同

时，也在不断吸收和创新。

（三）越南雅乐舞的“螺钿”韵律重组与地方

文化的融合

越南雅乐舞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周代雅乐

舞在东南亚地区的跨文化传播与本土化变异。越

南雅乐舞不仅继承了周代雅乐舞的基本形式和礼

制精神，还在与本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形成了

独特的“螺钿”韵律重组。与周代雅乐舞的节奏

与队列结构相比，越南雅乐舞在动作的表现上更

加自由和富有变异性。

越南雅乐舞特别注重舞蹈动作中的旋转与膝

部的转动，形成了类似“螺旋转膝”的独特动作

风格。这种风格的引入使越南雅乐舞的韵律更加

流畅，动作的表现也更加富有层次感。这一改动

不仅是越南雅乐舞对周代雅乐舞节奏模式的创新，

更是对舞蹈风格的吸收和融合，体现了越南传统

舞蹈的韵律感和自然美。

此外，越南雅乐舞在道具使用上也进行了本

土化改造。越南雅乐舞用铜钱剑替代了周代雅乐

舞中的羽籥，不仅保持了雅乐舞中“礼制”符号

的象征意义，还加入了越南本土的文化符号。铜

钱作为象征财富与贸易的符号，反映了越南社会

经济的变迁和贸易文化的影响。通过这种道具和

符号的转化，越南雅乐舞不仅延续了周代雅乐舞

的礼制符号，也融入了越南本土的经济和文化特

征，进一步体现了周代雅乐舞在跨文化转译过程

中的本土化与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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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转译中的普遍性与地方性

不同国家根据自己的历史背景、文化特征和

社会结构，对雅乐舞的形式和内容进行了本土化

调整，既保留了周代雅乐舞的核心精神，也在动

作、节奏、礼制符号等方面进行了创新和演绎。

尽管各国的雅乐舞形式存在差异，它们仍共

同体现了周代雅乐舞的普遍性，特别是在礼制符

号和社会等级的表达上。周代雅乐舞的跨文化影

响不仅反映了它作为文化载体的普遍性，也揭示

了不同文化如何通过对礼乐体系的吸收与转化，

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舞蹈范式。这种文化转译

的过程，不仅加深了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也推动了东亚古典舞体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6］

四、周代雅乐舞的现代性解码与数字技术的

批判性重构

（一）数字技术对雅乐舞的再创造与再现

在全球化与数字媒介迅速发展的背景下，礼

乐制度中的身体规训逻辑被重新演绎。雅乐舞作

为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其礼仪动作、

队列结构与道具符号都通过新技术获得再现与重

构的可能。

虚拟现实 （VR）、动作捕捉与三维建模等手

段为礼制舞蹈的数字化提供了支持。如在佾舞复

原过程中，清华大学通过精密数据模拟八佾舞队

列，呈现礼乐身体范式的三维结构；在 2008年北

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借助 LED地屏技术呈现中国

古代文明意象。

在东亚地区，围绕古典舞的数字化实践也日

益多元。韩国国家文化财研究所主导的“宗庙祭

礼乐复原项目”将“三献九拜”的佾舞通过动作

捕捉与 360 度影像建模系统，展现于博物馆与线

上虚拟空间，增强了祭礼舞在数字场域中的文化

生命力；日本“国立能乐堂数字化典藏计划”则

通过 AI 行为识别技术优化重现舞者的空间动线，

形成了表演行为在当代表达中的数据轨迹。越南

相关机构近年来推进宫廷雅乐的音视频采集工程，

结合雅乐遗存与本土表演习俗，建立了数字化的

礼舞复原模式。

这些跨国实践共同构成了“身体—制度—媒

介”三元关系在数字技术嵌入下的重构逻辑，显

示出周代雅乐舞身体范式在东亚古典舞范式重建

与文化再生中的区域联动效应。

（二）批判性编舞与动作考古学

在数字媒介与跨文化理论广泛介入的背景下，

批判性编舞和动作考古学成为雅乐舞再构的重要

路径。批判性编舞作为挑战既定身体规训系统的

艺术方法，不仅重新拆解古典舞的动作逻辑，也

揭示其中隐含的政治结构与文化意识形态。如香

港城市当代舞蹈团跨界创作项目 《九歌》 利用

Kinect 传感器捕捉祭祀动作，生成“数字巫祝”

形象，不仅复原传统礼舞动作，还通过虚拟舞台

中的行为再现引发对当代身体伦理与权力关系的

反思。在台湾地区高校的舞蹈编创教学中，实践

者将动作田野调研与文献图谱分析引入课堂，将

周代舞谱动作结构转译为当代表达系统，并在剧

场演出中解构其等级序列。

东南亚国家也呈现对礼舞传统的重视倾向。

越南诸多的青年舞蹈团体在创作中常引入祭祀礼

舞与当代街舞动作，通过节奏冲突、队列打散等

手法，表现年轻世代对传统仪式性身体规训的审

视与创新表达。在马来西亚槟城的“华族礼乐舞

体验工程”中，当地编舞者结合多民族礼仪动作

元素，对汉传礼舞中的“抬首”“拱手”等结构性

动作进行融合与改编，提出了以“礼的交错”代

替“礼的等级”的身体编排逻辑。此外，日本舞

蹈艺术家与能乐编舞家合作，将古典礼舞元素置

于身体实验性剧场之中，借助AI舞谱与声光反馈

技术生成“干舞—默剧”交互模式。这些跨国实

践表明，批判性编舞不仅扩展了礼舞的表达维度，

也将“身体—制度—权力”的三角关系导入技术

场域与区域文化交流中，推动礼乐传统与媒介表

达、当代表达之间的深层互动。

（三）性别话语的突围与雅乐舞的现代性解构

周代雅乐舞作为一种礼制化的身体语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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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的性别规范和社会角色的分配，往往带有明

显的传统性别压制特征。在周代的礼乐文化中，

舞蹈一般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女性在舞蹈中的表

现往往受限于礼制的框架。然而，随着现代舞蹈

的演进和性别理论的兴起，周代雅乐舞中的性别

话语开始受到重新审视和解构。如舞剧《昭君》

通过将周代“干舞”中的武技转化为女性手持琵

琶的对抗姿态，挑战了传统舞蹈中的性别规范。

在《昭君》中，女性不再是单纯的陪衬者，通过

“反弹琵琶”的动作，重构了“发扬蹈厉”的武舞

精神，反映了女性力量和独立性在舞蹈中的体现。

这种改编不仅使周代雅乐舞中的性别表达得到突

破，也为现代观众提供了更多对传统文化符号的

多维解读。部分舞蹈编创者将京剧的“卧鱼”动

作与周代“冕旒执圭”代表的垂直权力符号并置。

通过身体倾斜和视线迷离等方式，展示了如何通

过身体语言突破传统权力结构和性别角色的束缚，

赋予古老舞蹈新的意义和自由度。

（四）雅乐舞的符号再生产与文化重构

随着当代数字技术的发展和跨国文化交流的

加强，周代雅乐舞的符号系统也在不断重构。在

全球化语境下，数字技术的应用赋予了周代雅乐

舞新的表达形式和全球传播的可能性。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舞蹈创作通过数字平台进行发布，使

周代雅乐舞动作可以被全球观众接触和欣赏。在

这一过程中，周代雅乐舞不仅是文化传承的载体，

也成了文化自信和身份认同的工具。如 2023年央

视春晚的舞蹈节目《锦绣》，以三星堆青铜立人像

为原型，通过“垂眸曲臂”的动作群体，将古代仪

式中的动作转化为文化自信的肢体隐喻。这一符

号再生产不仅使古老的礼乐文化焕发新的生命力，

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在当代的独特魅力。

这种符号再生产的过程，不仅是对周代雅乐

舞的简单重现，而是在现代社会语境下对周代雅

乐舞符号的再创造和文化重构。这种文化重构不

仅反映了对古代文化的尊重，也展现了在全球化

背景下，传统文化如何通过创新和转化形成新的

文化认同和价值观念。在当代舞蹈研究中，周代

雅乐舞以其精致而严谨的动作，彰显了中国古代

礼乐文化的精髓，成为东亚古典舞蹈范式的重要

基石。其优雅的舞姿与严格的身体规训，不仅在

历史上影响深远，更在现代通过批判性重构得以

延续与再现。这种重构过程为周代雅乐舞注入了

新的文化意义，使其在数字技术驱动的当代语境

中焕发活力。［7］

参考文献：

［1］［2］王克芬 . 中国舞蹈发展史［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

社，2012：40-41.
［3］杨秋 . 从中日舞蹈审美意识的差异性看日本对唐代舞

蹈的吸收［J］. 东疆学刊，2013（19）：90-91.
［4］迟凤芝 . 中国雅乐在朝鲜半岛的传承与变迁［J］. 黄钟

2007（2）：95-101.
［5］樊荣 . 越南雅乐的历史［J］. 中国音乐，2007（4）：76-85.
［6］赵维平 . 中国与东亚诸国的雅乐及重建雅乐的思考［J］.
中国音乐，2011（2）：31-36.

［7］彭小希，周怡辰 . 入古出新：从舞作《散乐图》看中国“文

物舞蹈”创作理路［J］. 乐府新声，2023（3）：102-108.

168


